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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南派”: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
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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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
“旧”为重要分野。其中，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多被视为南方“旧学”的重镇。1927 年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 第四中山大学)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
大学，该校史学系的师资结构大有调整，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
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 /信古”或
“科学 /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学派”的分际更多地表现
本学科欲在学界独树一帜、与他人立异的层面上。同时，现实权力之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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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3 期，1923 年 3 月，第 13 － 14 页。

② 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 55 页。

1923 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

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①以上所

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

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或有亲身感受，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

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②如东南大学(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 年 9 月在南高师

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1923 年秋两校合并) 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
《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 “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

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

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 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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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① 虽然南高、
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

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 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②

但是，不仅历史上北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

“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
1927 年之后，因政局转变，东南大学被改组为中央大学。从东大到中大，不仅有学校政治氛围

的转易，而且学术文化层面亦有“变”的一面。这种“变”既有学术理路的逻辑衍化，其中包括学人、
学派的分合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社会方面的造因。

近年来学界渐多关注民国南方学术( 主要包括南高师和东大的所谓“学衡派”、“南方国学”、
“文化保守主义”、“章黄学派”、“史地学派”和“南高史学”等) ③，但较偏重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

相对忽略 1927 年后的中央大学的倾向。更应注意的是，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

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④故而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

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本文以中央大

学历史学科( 1927 － 1949) 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所谓“学派”建构之

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

一、治学取向与学术认同

1931 年 12 月，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后，文学院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各学系课程标准问

题。当时国内各大学文学院课程各异，川大文学院同人认为，关于中国文学系，“中央大学、东北大

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新时代之

新文学为主脑”，文学院院长向楚表示，对于中国文学“自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关于各大学历史

系，“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 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

学即如此”，何鲁之提议川大史学系应以“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为主。⑤ 显然，川大文学院与中

央大学同调。他们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旧”为划分标准，而对中大史系的态度却并不以此

为据。
1936 年周予同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开篇即提“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分四派:

“泥古”、“疑古”、“考古”和“释古”。⑥ 五年之后，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统阐述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

学的流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应按“史观”和“史料”之侧重划作两大派别，其中“史观派”
中又分为“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和“受今文学派影响

者”，后者再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即受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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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版; 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 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 2006 版; 赵雨乐:《中国文化史的构建———从〈学

衡〉形成的派别说起》，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7—146 页。近期，笔者对东

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和“学派”建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详见《文学·国学·旧学: 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

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晚清民国的学

人与学术》，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70—102 页。
《文学院二十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录》，1931 年 12 月 23 日，四川大学档案，转引自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

动: 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32—133 页。
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原载《暨南学报》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收入朱维铮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2 页。



响，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派史学并没给予中

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真正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是受康有为和今文学派影响的史家。周氏对于中

国史学流派的划分颇具影响力，在他看来，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虽有影响力，但还够不

上“新史学”，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论列，连发声的资格都被剥夺，只是说他所指的

“泥古派”就是冯友兰说的“信古派”，而接近钱穆说的“传统派”。①

中国史学本无“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来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科学”
方法的运用，不同史家对于新旧史料态度的差别导致看待古史体系的视差。特别是随着顾颉刚

“古史辨”运动的开启，全面揭开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古史体系的论争。
“信古”是“疑古”的对称。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刘掞藜师徒曾对顾颉刚的疑古观表示强烈

不满，因顾释禹为九鼎动物( 虫) 而引发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学术争论。用顾氏自己的话讲，他的《与

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

顾颉刚“着了魔”，于是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反驳顾颉刚，来回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② 在双方

交锋过程中，顾颉刚隐约揶揄对方守旧不化，但似乎并没有点明其“信古”。不过，支持顾颉刚和钱

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师徒归为承认任何史籍“古今共信”。③ 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认为:“南方

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

方的勤学功夫。”④胡适之言意旨在于为今后中国新史学指出南北学术融合之路，但同时也将南方

史学( 尤其是东南大学) 与“信古”间划上等号，凸显南北史学分际。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史学系( 抗战期间改名历史系) 庶几面目全非。实际上，1925 年柳诒

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

大任教。此外，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有几任系主任陈汉章、朱希祖和金毓

黻还是北大旧人。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毓黻为本系历史学会主编之刊物《史学述林》题词曰: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
渐衍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
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
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摒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
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
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
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
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孟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夫
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
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盪，与以有成。⑤

金毓黻，辽宁( 奉天) 辽阳人，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36 年始入中央大学史学

系任教。金氏以上述语，一方面强调中央大学历史系延续南高东大时代的“史学南派”的学统和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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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原载 1941 年 2 月《学林》第 4 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 513—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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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 1 册，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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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史学述林题辞》，见《静晤室日记》第 6 册，1940 年 12 月 30 日，《金毓黻文编》编辑整理组校点，辽沈书社 1993 年

版，第 4629—4630 页。



学风的差异; 另一方面，又表明此时的中大史学已是南北“共聚一堂”，而且他本人与校长罗家伦类似，

为北学南进的代表。话虽如此，但中央大学的史学形象在同行们的眼中恐怕还是更近第一层意思。
1952 年 4 月 26 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做自我检查，称

自己以前“受北大、史语所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讲究史料分工，“精专而狭”，看不起南京的中央大

学历史系。① 按胡厚宣 1934 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由傅斯年招致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长期从事甲骨文和先秦史的研究。“自我交代”内容虽囿于特定的

政治语境，不过出身北大—史语所正统的胡厚宣，其口吻与 20 年前胡适批评柳诒徵“不曾受过近

代史学训练”，所以对史料的估计和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却如出一辙。② 两位胡先生对中央大

学史学的印象其实并非全无来由。
中央大学( 第四中山大学) 建校之初，以“打倒东南学阀”为立校宗旨，积极贯彻“党化教育”，

给世人以一种政治激进的形象。③ 1927 年夏秋之交，赋闲在家的北京大学老教授陈汉章先后接到

第四中山大学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请电函，两校都邀他重执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

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致函相邀。陈汉章在复信的初稿中称:“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 若

燕处南羁，不无入民党之诮。”④不过，陈汉章最后还是应邀于 1927 底赴南京，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

史地系( 后史地分系，单设史学系) ，并担任系主任，直到 1931 年初。⑤

陈汉章在清季即以经史之学名世，民元起在北京大学授课，属学界耆宿。新文化运动期间，陈

汉章的学问在北大已属边缘，于 1926 年夏离京返里。顾颉刚入读北大哲学系时，陈汉章曾教“中国

哲学史”一课。当时顾颉刚发现陈先生在课上提供了无数材料，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但顾当时已受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都是“靠不住的”。⑥

在顾颉刚的眼中，陈汉章虽博学，但过于信古，或与柳诒徵治学有相近之处。顾氏的疑古受今

文经学影响极大，所以曾经被他视为学术偶像的章太炎由于是个“纯粹的古文家”，固守汉代古文

经学本位，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⑦

宽泛而言，陈汉章南来颇具象征意义，表明在东南大学改组后，学校政治氛围虽新，但学术取向

却并未完全转向。这一点与同时期黄侃等人南下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术影响很相似。而中

文系黄侃、吴梅、胡小石和汪辟疆等人也与陈氏颇多往返，在南京时常组织诗社，共聚雅集，酬唱应

和，颇有传统文人交谊之风。⑧

陈汉章加盟中央大学使得以往南北史学的新旧对峙得以延续。正如顾颉刚对陈汉章的观感，

新派学者大抵批评旧学者不承认或不运用新史料。陈汉章则争锋相对，对史料的新旧有另一番理

解。他在中央大学开设“史学通论”课，其中讲到史料之取资问题，认为:“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

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从旧史，蜕化而出。……以徵实方法治史，史料何所为新旧耶?”⑨

近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趋向是经学走向边缘而史学走向中心。瑏瑠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

85

“史学南派”: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谭其骧:《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5—376 页。
胡适:《评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 1933 年 6 月)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 页。
详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陈汉章覆柳诒徵函初稿( 约 1927 年 9 月) ，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转引自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9—290 页，钱著句读有误，已更正。
具体时间考证参见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第 292—312 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 1 册，第 36 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 1 册，第 26 页。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侃和吴梅日记的相关内容，不再赘述。
陈汉章:《史学通论》，国立中央大学版，时间不详，第 125 页。据《民国丛书》第 2 编，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
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302—341 页。



老辈史家的学术取向尚在经史之间。陈汉章在中央大学时曾著《史通补释》一文，由柳诒徵作序。
柳氏认为:“伯弢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谶举毕”，陈氏《史通补释》用的是

“古文家治经之法”。经史不分，是新派史家批评旧派学者学蔽的主要根据。但在柳诒徵看来，陈

汉章此法颇善，并暗中批评新派学者，“读其书者，不能论其世，徒泥文句之迹，高谈疑古，是锲舟求剑

也”。①或许，此种研究史学的路向予四川大学同行视中大史学系的特点为“史学智识之研究”的印象。

二、课程标准与新旧转化

在时人眼中，南北两大史学系有“智识”和“整理”之分。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标准的确有

独到之处。1928 年春，缪凤林在中大任教时，制定《中央大学历史课程规例》，阐明中大史系之旨乃

“注重实用”，缘于“史为经世之学”，这“较之时人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

同”。② 缪以史学为经世之学和反对考据空想的说法，实针对当时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

术”的空气而发。③ 又 1930 年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之旨为:“在研究历史之重要智识，期以

阐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之关系，并策专精研究之效，盖稽古所以知今，故讲明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

观察与推断，分析言之与本国史则注重政治文化脱变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兴革。……”④可

见，中大史系的学术风气的确偏于“智识”一线，“明利弊”和“知兴替”也体现了不同于纯考据的

“经世致用”倾向。
但还应注意到，以上倾向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据 1933 学年上学期中大史学系选课指导书显

示，史学系设置方针有四: 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 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 三、研究外国历史并

探讨其治史之方法; 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⑤ 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一点，似乎

与十年前北平史学界的风气十分相近。
大体而言，除去南北学人均有的个体差别因素，从学系方针与课程标准的大框架来看，到中央

大学初期，“南派史学”在治史取向上仍与北方有重大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其趋同的一些方面。相

近趋同一方面体现在交涉方面，另一方面也与“边缘—中心”的转移有关。
朱希祖从 1919 年底至 1931 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对北大史学系的课

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社会科学作为“史学应有之

常识”，纳入史学系本科课程体系当中，力图“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⑥ 从学派渊源上

看，朱希祖属太炎门人中之正统，但治史理念与方法却深受欧美史学的影响，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

化。⑦ 他在北大史学系推行的课程改革正是其史学观念的体现。在中山大学短暂任教后，1934 年

春朱希祖赴南京中央大学。
当朱希祖到新学校时，发现史学系学生“多受缪凤林等教育”，所编讲义“以详赡为主，且用文

95

史学史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柳诒徵:《史通补释序》，刘知幾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11 页。
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 南京) 第 1 卷第 1 期，1929 年 3 月，第 1—2 页( 文页) 。
与南方相比，北平史学界较为注重考据，但其内部亦有差异。1930 年代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何炳棣指出，当时北

京大学重中国史，燕京大学注重详徵而倾向繁琐考据，只有清华大学并重考据与综合，这与系主任蒋廷黻的治史主张有

关。参见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与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01 页。
秘书处编纂组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1930 年，“课程及课程说明”第 45 页。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选课指导书( 二十二年度上学期) 》，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印，第 1 页，铅印本，南京图书馆古

籍部藏。
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21 页。
章太炎曾评论诸弟子曰:“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

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钧编: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17 页) 朱希祖认为自己“独治史学，非传自师”，而且治文字学和经学用史学方法，“与师法皆异”。( 朱希祖著，朱

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1939 年 12 月 7 日，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126 页)



言”。可能是朱希祖初到中大史系，看到与北平各校历史系迥异的风气，他告诉欲来中大任教的罗

香林( 清华大学毕业) “练习文言，淘汰冗长文句及新滥名词”以做准备。① 朱氏在中央大学时，虽

看到不同于北方史学的一面，并未全然以旧换新，但也不同于出自同一师门的黄侃南下任教的

意义。②

关于抗战初期的部定各院系课程标准，时任中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曾专门拟就《大学文学

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一文，陈述对统一课程标准的见解。首先，朱希祖认为:“大

学与中学异，中学课程表，必须整齐划一，不可参差，大学则延请人材，不能一致，设备方面，亦不能

一律”，所以教育部“不能制定一表整齐划一之”，而“只宜规定原则”。其次，他指出，“以历史学系

而言，因造就史学人材目的不同，故各大学所设课程亦异，有注重应用者，有注重学理者”;“然就注

重学理而言，其目的亦有不同者，例如以发明历史真相为主者，则除普遍史( 包括文化史) 及社会

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考古学、地史学、人类学、人种学、言语学( 包括吾国之文

字学) 、人文地理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史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专

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以辅之。以发明历史真理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

修科目外，尚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

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人文地理，人类学以辅之。若史学方法论、史学概

论、史学原理等，其内部多有相通者; 史学史及史籍举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各用其一种，不必重

设。”最后，他建议历史学系的课程原则为:“第一、造就史学人材之目的，宜确定标明，然后分别拟

定课程。第二，中外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须完备。第三，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
第四，基本历史辅助科学必须完备，如上列考古学等六种，或以心理学等四种。第五，不得因人而设

范围狭小不甚重要或重复类似之科目。第六，学分及钟点，不得太少或太多，须照规定标准办理。
至于科目分配之多少，分代史划分之长短，半学年一学年之伸缩等，皆由各大学斟酌实情，自由排

列，以不违原则为限。”③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提到的“须以社会

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一语来看，朱希祖对中大史学课程的设计延续了其一贯思路。
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学系必修科目有: 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国

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 ④

选修科目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学、文字学

概论、社会心理学。⑤ 与此相比，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中则增加了社会科学类的必修科目: 政治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也被列为选修科目。⑥

朱希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北京大学史系

原先“社会科学史学”的课程标准调整为以史料辨析整理为主。⑦ 在教学上，北大史系的考据风气

重返中心，而朱希祖却将昔日北大史学风气南移到中央大学。北平学界的“科学方法”考据自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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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934 年 3 月 2 日朱希祖致罗香林函，原件，收入罗香林资料《乙堂函牍》第 81 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
关于黄侃，详见蒋宝麟《文学·国学·旧学: 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
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 648—2278，日期

不详。( 以下引用简称“中大档”) 1939 年 1 月 27 日《朱希祖日记》载:“十时至二时撰《〈教育部新定史学系课程表〉审查

意见》，余主张教育部只宜定课程原则，不宜定划一课程表，使各大学无伸缩余地。”( 《朱希祖日记》下册，第 980 页) 由此

可判定该文件时间为 1939 年 1 月 27 日，或另有修改。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该文手稿，文字与南京二档馆藏文件基

本相同，亦未署日期，收入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6—337 页。
《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中大档 648—2278。
《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选修科目表》，中大档 648—2278。
《文学院史学系设置方针及课目》，中大档 648—2283，从同一卷宗中收入的相关文件判断，时间应在 1939 年。
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27—130 页。



非经学化的路向整理史料，较之南方“传统”史学，自我定位为“新”。但与更西化的“社会科学化史

学”相比，反而不够新。中央大学史学系体现出南北新旧的转化，颇具吊诡意味。
当然，朱希祖在中央大学史学系( 1940 年后改称历史系) 的课程安排或许仅能代表他自己。而

且就他个人的治学方法而言，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似乎只是“取法乎上”，实际研究基本还是落实在

具体问题的层面，以考据为主。
朱希祖的继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朱希祖，对他一直执弟子礼。不过，

金毓黻对历史系的整体规划似与乃师不完全相同。1941 年 6 月 30 日，金毓黻为诸生讲《治史纲

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纲领: 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 第二、以求通重于求专; 第三、以养

成学问欲为系风。附各条缕析说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为中大历史系侧重研究中国史，

以正史志书等为研究对象; 而“求通”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史，避免支离破碎的治史方法。① 桑兵教授

已注意到此点，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与清季至抗战前所

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②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学侧重制度文物( 正史) 和通史，恐怕与“南高史学”的

传统更为相近，与史语所那种“窄而深”的专题式研究区别较大。由此来看，前引《史学述林》题词，

金毓黻告诫诸生勿忘“史学南派之历史”，颇可玩味。
金毓黻在 1949 年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大致为东北史、辽宋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题目一般比较

具体，但他一直向往通识之学。虽然他和柳诒徵没有丝毫学术渊源，但对柳氏之学很是亲睐。当年

顾颉刚与柳诒徵围绕《说文》与古史真伪问题展开论争时，金毓黻并不同意这位北大学弟的观点，

觉得“柳氏之论，不愧通人”。③ 其后又认为“柳诒徵之学识固有可议，而其博闻多识亦自有不可及

者”。④ 直至 1960 年，他仍将柳诒徵列为“平生所敬事之人”。⑤

金毓黻在北大时曾上过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课，他和顾颉刚一样，觉得陈的课“繁称博引，累

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讲述上古史喜欢用一些“荒诞无稽”的古书而不加裁减，所以引发学生的不

满。但若干年后，当自己渐入老境时，翻读陈汉章的《辽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经验，遂生敬佩

之情，对于陈氏“博综取约，允为传作”的读书方法十分认同。⑥ 换言之，金毓黻认为治史不能拘囿

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论世，由博返专。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却认为这个北大时期的

老学生治学虽“忠实”，但“仅能搜罗历史材料而不明历史之为何物”。⑦

从 1942 年起，贺昌群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 1946 年起担任系主任。贺氏治史学属

“自学成才”，既未受过大学专业教育，又无明确的师承，也很少看到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将他归入哪

一派哪一系。1947 年，他曾与当时服务于中研院史语所夏鼐谈及中央大学的“东南派”教授，表示

颇多不满:“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 张其昀) 、虎( 胡焕庸) 、狗( 缪凤林) ，皆气派不大，根柢

不深”，而且他们主持的《学原》杂志在缺少新人文主义者主持的情况下，比《学衡》更差。然而，恪

守考据的“京派”学者，“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不可能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⑧ 贺昌群自非“东南

史学”门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据史学”的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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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或许挂一漏万，陈汉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贺昌群的治学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盖中央大学

史系之整体，系内师生研习古今中外历史各有由致。总之，“史学南派”的“学术传统”虽为变量，但

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南北学术的对流与差异。

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文史两系出现的最大变化即北方学人南下。南北交汇赋予学术

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在相容的同时，由于理念和权

势上的差别，南北新旧间又往往存生几许隔阂。
1930 年，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和梅贻宝

代邀此时在史学界正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南下任教，但被顾拒绝。① 另据陶希圣回忆，1931 年他在中

央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校长朱家骅曾对他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为枢纽”，

朱计划一步步对中大文史两系进行充实，据说已经约顾颉刚前来任教。②

关于中央大学两次邀请顾颉刚南下任教，尚无翔实资料辅证。不过以常理推断，雷海宗主治西

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东南大学旧人以及陈汉章，故能力邀顾颉刚加盟。而朱家骅与顾颉刚交

厚，前者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曾延揽后者，出长中央大学后邀顾，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
顾颉刚之所以没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顾喜欢燕京大学平静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顾颉刚的疑古观

念与南方史学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学者颠沛，许多人为研究工作和生活计，往往辗转多处单位。当时顾颉刚在重庆中

央大学就有一番短暂的执教经历。1941 年 10 月，顾颉刚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之邀赴重

庆主办《文史杂志》，11 月又应中央大学新任校长顾孟余之邀在中大兼课，1942 年 3 月任中央大学

专任教授。③ 顾孟余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时的旧识。原先，顾孟余欲顾颉刚任中央大

学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以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为由，只同意担任出版部主任。④

若干年后，顾颉刚忆及此事，说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

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⑤

顾颉刚的回忆或存后见之明，但他到中大后与旧人相处得的确不融洽。顾颉刚在中大时，曾介

绍丁山来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国学门，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据顾颉刚言，为介绍丁山

事，“中大中没出息的同事又为我造谣言，或谓我将作文学院长，或谓将任史系主任”。⑥ 不过，丁山

还是顺利到中大服务。刘起釪时为中大历史系学生，他认为系主任金毓黻对历史学功力深厚，使他

掌握了“旧史的系统知识”，而顾颉刚“授我以科学的文籍考辨之学，强调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

出来，并带同我研究《尚书》”。⑦ 刘起釪在中大接受顾颉刚的指导，成为顾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助手

之一，颇能传承乃师学问真谛。1945 年刘起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此时顾颉刚早

已离校，但仍担任刘的导师，丁山为副导师。有“旧”有“新”，有“传统”有“现代”，虽共聚一堂，但

在学生眼中却是差别立判。
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过得并不如意。1943 年初顾孟余辞职后，顾颉刚也随之萌生退意，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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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中大专职。同时，蒋介石继任校长，由朱经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校内实权被本校( 南高师) 出

身的教务长胡焕庸掌握。胡焕庸在校内的权势地位受到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而朱家骅与陈

立夫长期争斗，为扩充势力而延揽学人，双方对立严重。顾颉刚虽然不再担任中大专任教授，但一

段时间内仍在校内兼课。朱家骅曾两次嘱咐顾颉刚不要脱离中大，并请他拜访历史系教授沈刚伯

和丁山等人，请他们也勿提出辞职，“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①

从历史渊源上论，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当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历史系兼课的

顾颉刚及其“疑古精神”有时也被当作南大历史系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② 一般而言，目前中国有

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均会考镜学系和学科的源流，书写自己的学术史。此类“学科发展史”，不同

于传统学案体必强调的“汉宋古今”学派之分。但是，若仔细思考，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历史上任

何学术机构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某些学人或学派的自我认同和对不同大学如何认同，恐怕还

需审慎思考。
顾颉刚与中央大学历史系擦肩而过，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校政变局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而另

一方面与顾颉刚的学术芥蒂有关。在当年，经历古史论争后，顾颉刚似乎对东南大学诸公的印象不

佳。1924 年 12 月，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 翼谋) 、国文系陈去病( 佩忍) 和顾实( 惕生) 来北京调

查清宫档案，并到北大参观研究所，顾与之交往后，认为“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

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③ 对缪凤林，顾颉刚也无好感。在中央大学时，顾颉

刚听闻缪欲兼任历史系主任，拉拢学生，对其颇不齿，“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④

缪凤林是顾颉刚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和柳诒徵一样，常被同业冠以“信古”( 或“是古”)

之名。缪凤林曾编著《中国通史纲要》一书。⑤ 1937 年 3 月 12 日，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副刊发

表顾颉刚重要助手童书业对缪著作第一册( 秦灭六国之前) 的长篇书评。首先，童书业赞赏缪凤林

书写中国通史的勇气，并称赞“这部《中国通史纲要》，很足以解除我们目前的学问饥渴”。缪著虽

然只是大学课本，但在史料上极为严谨，“稍有疑问的新说法与荒诞无稽的旧史料，本书概不收

录”。最重要的是，作为后期疑古派的中坚人物，童书业发现一般人印象中缪凤林是“信古”和“是

古”的，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缪氏受崔述的影响颇深，并曾说: “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

容亦愈丰富”。⑥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述中国上古史，开篇为“传疑时代( 唐虞以前) ”，将唐( 尧) 虞

( 舜) 之前的历史归为“传疑时代”，其历年无法确证。在此篇中，缪凤林又详细梳理“三皇五帝”传

说之由来，认为从《尚书》之义，尧舜之后才为信史。⑦ 童书业发现在继顾颉刚后，今文经学家廖平

的弟子蒙文通和“右翼骁将”缪凤林也开始怀疑起“三皇五帝”。特别是后者，他“素来是以‘信古’
著称的古史学者”，也开始有些“疑古”的精神了。⑧

童书业看到缪凤林“疑古”的一面，但后者与昔日学术对手却无思想共通的感觉。缪氏在《中

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认定尧舜以后时代为信史，即承认夏的存在，这与疑古派有本质性区别，并

与当时以甲骨卜辞证殷商为信史而殷之前为神话传疑的通行古史观也不同。缪凤林明确表示:

“三古史实，自汉以前，不特非层累造成，而实系层累亡失。”缪之“层累亡失”说绝不等同于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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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累造成”说。后者视整个传统上古史系统均为神话传说构建，乃“伪史”; 而前者认为先秦典

籍所载古史传说，“苟非汉后伪托，疑皆有所本，且皆经层累亡失之故而仅存者”，是信史不全。① 质

言之，现存的上古史传说( 如三皇五帝) 经历年传衍和史籍亡佚，已人言言殊，但皆有所本。这种治

学取向上的区分，往往造成学人间的隔阂。刘起釪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曾同时受教于缪凤林和丁山

两位老师，缪“强调我一循原所承之学，不骛新奇之说”，丁则“授我以甲骨文金文知识，希望我同他

走王国维先生的治学道路”，而且二人“彼此相轻，每至诋斥对方为不学无术，往往言语激越，使我

感到适从为难”。②

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傅斯年在北平出版《东北史纲》第一册。③ 该书甫出版，柳诒徵的两

位学生郑鹤声和缪凤林即发表书评，对傅著均持批评态度，且言语比较激烈。关于这一点，王汎森

先生已注意到，二人对傅斯年的批评与“南高系统”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抱有敌意，对傅的治史方

法极其反感有关。④ 此言大致不差，但尚须看到缪凤林的批评集中在《东北史纲》的史料选取问题，

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

傅君亦未能尽读也”。⑤ 缪凤林不仅指责傅斯年没有认真读书，而且入室操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昔日批评旧派史家只固守正史而不知“上穷碧落下黄泉”扩充史料的傅斯年，如今他自己不仅无视

正史之外的金石材料，而且连正史都未能读透。
缪文一出，学界哗然。傅斯年原拟作回应，但终未成文。⑥ 缪凤林的学生回忆此事说，当时有

一种传闻，傅斯年看到缪的书评后感到不安，托任中大校长的老同学罗家伦帮忙转告缪凤林，请他

不要再继续写东北史的书评，缪凤林就没有继续写书评，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也没再往下写。⑦ 不

过，事情可能没有像传闻的那样简单。当时缪凤林曾致函陈垣，说傅斯年“因恼羞成怒，至谓誓必

排林去中大而后已”，例如介绍方壮猷( 欣安) 和谢国桢( 刚主) 等人进中大史学系以取代缪的地位，

但他决定新学年仍应中大之聘。此函最后有“私意拟在此间多住数年，期于国史略植根柢，再行来

平，以广见闻。异时学业稍进，倘长者以为可教而儒教之，则幸矣”的字句，推测可能是陈垣曾邀请

缪凤林赴北平任教。⑧ 按方壮猷和谢国桢的确来中大史学系任教，方教中国通史课。1934 年 3 月，

方和谢二人辞职，中国通史课改由缪凤林教授。⑨

傅斯年因学术批评而插手中央大学史学系事务以排挤缪凤林，仅为后者一面之词，尚无其他资

料确证。不过，傅斯年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权势的确不容低估。1936 年下半年，金毓黻从东北转

道日本至上海、南京，由傅斯年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瑏瑠 为此，金毓黻十分感激。而两年

前朱希祖入中央大学，同样与傅斯年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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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 ———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 325 页。
王宏志:《中大四年缪门琐忆》，《中外杂志》( 台北) 第 9 卷第 2 期，1971 年 2 月，第 35 页。
《缪凤林来函( 1933 年 6 月 30 日)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2 页。原函年份不

详，从内容中“两月以来……”判断，应该就在 1933 年当年。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34 年 3 月 2 日，第 314 页。
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 “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傅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见《静晤室日记》第 6 册，1938 年 1 月 1
日，第 4144 页。



朱希祖长期在北大执教，为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度为专任研究员。1932 年 10 月朱希

祖被迫离开北平，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后又至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希祖认为他离开北平是傅

斯年造成的，曾在日记中写道:“自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

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① 此后，朱希祖和中研院史语所系统出现隔

阂。② 1940 年 2 月，中研院在重庆准备召开会议选举第二届评议员，历史学科有朱希祖、张尔田、汤
用彤、顾颉刚、金毓黻和蒋廷黻六名候选人，前一届评议员胡适、陈垣和陈寅恪仍具候选人资格。2
月 26 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聰致函朱希祖和金毓黻，转达西南联大姚从吾之意，希望

中大史学系能投票推举胡适、陈垣、傅斯年和陈寅恪为评议员。接函后，朱希祖对此十分恼怒，“堂

堂中央研究院学术机关之评议员乃出乎运动情面之选举，其污辱学者可谓甚矣。上届评议员已尟

史学专家充为评议员，此次又谋连任大肆运动”，最后中央大学史学系无一人投票。③

据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参加历史学科投票的有西南联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

大学等九校，有效票 28 票，中央大学未投票。3 月 14 日，中研院在重庆牛角沱汇集各地寄来的选

票后开箱统计，历史学科有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汤用彤、朱希祖、蒋廷黻和金毓黻八人当选

为候选人; 3 月 22 日，举行决选，由 27 名第一届评议员选举新评议员，历史学科八人中有胡适、陈
寅恪和陈垣当选。④

中研院历史学科评议员人选虽不能完全说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格局，但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读

出一些讯息。虽然中央大学史学诸教授杯葛此次选举，且朱希祖和金毓黻也没能最后当选，但二人

仍进入“八人大名单”之中，也体现出“史学南派”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从这次评议员初选的候选

人、当选者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举动来看，除去学术成就因素外，北方学界( 主要是北大和史语所

系统) 与中大史学系在权势上的区隔十分明显。

结 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不管是时人的认知，还是当下的研判，学术取向与学派之别中的“南 /
北”与“旧 /新”对应关系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本文关于 1927 年后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个案研

究从整体上亦支持此论。不过，这种学术差别，从“实”的方面来说，各“派”确有明显差异; 而从

“虚”来看，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

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 1939 年受中英庚款资助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他入中大后有

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

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⑤似乎中大烙下了

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央大学及其学人始

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 莘田) 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

“国学”的“反动大本营”。⑥

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 甚至是“讥为”) “旧学”
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

56

史学史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1938 年 8 月 7 日，第 911 页。
参见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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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相关卷宗，转引自郭金海: 《1940 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05—412 页。
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1939 年 2 月 6 日，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 页。顾颉刚的感受可能与刘节不同，他在

中央大学授课，发现“学生程度之高远在成都诸校之上”。见《顾颉刚日记》第 5 卷，1943 年 1 月 31 日，第 19 页。
《罗常培致胡适函》，1946 年 5 月 1 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1 册，黄山书社 1994 年版，285—286 页。



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 言经史，《山

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 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

于旧之一乎? 是未可知也”。① 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

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

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②

抗战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国史学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学之趋势”，文曰: “昔人所谓考证之

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

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

无宁谓为国学之别开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考证本为旧时研

治经史的方法，于今则变为专门学科，所谓新旧，全在方法是否“应日求其进步”。而近年来研治

“国学”更是“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③ 金毓黻后期治学以史为本，兼及经学，求学问学又在南北

之间。以上所论姑且不论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学人的视阈中，“新旧”不仅相对而言，且时常

转化，这对本文所论有启示意义。
相较于东大时期，中大史学风气变化尤多。但在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

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 /信古”或“科学 /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

传统”的延续性上。不仅南与北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且新与旧更不能强加划分。在某种

程度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比科学考据更加趋新，古史“层累亡失”说相对“层累造成”说更似

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的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Southern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e Academic Identity of History Discipline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Its Uniqueness in Ｒepublican China

Jiang Baolin

［Abstract］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outhern system and the northern system． New vs． old wa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he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 NSU ) was regarded as the old academic school for
Traditional Studies ( Jiu xue) ．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 Nanking in 1927，NSU
was reorganized into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NCU) ． From NSU to NCU，the History Department
had great changes． However，most professors in the Department had a strong academic identity on
“Southern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Shi Xue Nan Pai) ． The constructing of academic school was not
only due to the distinction of academic identity，the actual power struggle was also an important element．

［Key words］Ｒepublican China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istory discipline academic
school academic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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